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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研究进展

焦　 乐，孙　 涛∗，杨　 薇，邵冬冬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Ａｌｌｅｅ 效应是指生物个体适应度与种群规模或密度之间呈正向关联的现象，因与植物种群动态和种群灭绝密切相关而受

到生态学家的普遍重视。 阐释多重胁迫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响应机制，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层面发展系

统性生态修复措施成为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 本研究分别从遗传过程、花粉扩散过程和生物互作关系不同层面，总结分析了植

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的研究进展。 一方面，植物因遗传过程中近交衰退、遗传变异丧失、有害突变累积等遗传结构改变造

成繁殖失败而引发 Ａｌｌｅｅ 效应；另一方面，植物花粉扩散过程和动植物互作关系影响下的花粉限制也通过影响植物种群繁殖力

成为驱动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关键因素。 滨海湿地水盐梯度变异及格局破碎化影响下，植物种群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风险需引起关注，维
持滨海湿地植物种群适宜分布格局和生物连通过程成为缓解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重要手段。 结合生理学与化学生态学研究手段和长

时间尺度动态监测技术，有助于进一步阐释环境及生物等多重胁迫下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非线性驱动机制。
关键词：Ａｌｌｅｅ 效应；滨海湿地；传粉效率；花粉限制；环境胁迫；植物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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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态学和进化学诸多领域中的热点议题之一，Ａｌｌｅｅ 效应（Ａｌｌｅｅ ｅｆｆｅｃｔ）被认为与种群动态、种群灭绝

密切相关［１］，是指一种生物个体适应度（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或每员增长率（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与种群密度之

间呈正相关关系的现象。 从本质上来说，Ａｌｌｅｅ 效应是一种低密度下的负密度制约关系，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影响的

生物种群在低密度下种群增长率降低，造成种群衰退甚至灭绝。 其产生机制包括：①遗传过程中近亲繁殖和

杂合性丢失造成的适应度下降；②生态过程中对小种群有较大影响的统计学随机性变化（如性比随机波动引

起的觅偶限制）；③行为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破坏、反捕食策略有效性的下降等［２—４］。 变化环境条件影响下，驱
动过程的差异可能产生不同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结果。 例如，温度的升高可能加剧觅偶过程驱动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而捕

食作用驱动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却能得以缓解［５］。 明确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驱动过程和机制，对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扰动

造成的变化环境下生物种群发展动态，尤其是在濒危生物保育、入侵生物和有害生物防控、经济资源种群开发

利用等方面至关重要［５—６］。
滨海湿地是陆海交互作用下变化环境的敏感区域，在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等气候变化和围填

海、环境污染等人类扰动的共同影响下，生物种群的生存和繁殖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承载滨海地区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的湿地植被［７—１０］。 近些年来，滨海湿地海草

（Ｚｏｓｔｅｒａ ｎｏｌｔｅｉ）种群［１１］、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１２］和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１３］ 种群中先后发现了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存在。 在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人为扰动背景下，保障湿地植物种群繁殖成功，避免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而发生种群进一步退化甚至灭绝，成为滨海湿地植被保护与管理的核心，对加强区域生态系统保护及实

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文从驱动植物种群发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遗传过程、花粉扩散过程和生物

互作三方面，分析总结了滨海湿地植物种群中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产生机制，探讨了环境胁迫下植物种群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潜在风险，提出了变化环境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中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研究重点。

１　 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遗传过程驱动机制

驱动 Ａｌｌｅｅ 效应发生的遗传学机制主要是指由于近交衰退、遗传变异和杂合性的丧失、有害突变的累积

等因素造成的种群增长率随种群规模或密度的下降而降低的一种正相关关系［１４—１５］，这种遗传机制往往在几

个世代的时间尺度内对种群动态产生明显影响［１６］。 Ｌｕｑｕｅ 等将这种遗传学因素驱动下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发生过

程分成两个阶段，即种群规模的减少导致种群遗传结构的改变，进而导致个体适应度的降低。 阶段 １ 中，种群

规模的减少增加了近交比例，影响了杂合度、等位基因丰富度以及有害和有益等位基因频率等种群遗传结构

变量，这些遗传结构变异通过近交衰退、漂移负荷和迁移负荷造成阶段 ２ 中个体适应度的降低［１７］。 遗传变异

在外来生物适应新生境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８—１９］。 例如，植物个体在新生境中定殖时往往伴随着传粉者

的缺失和原有传粉过程的阻断，造成植物个体产种量的下降，植物种群密度较低或规模较小可能导致交配系

统向自交方向转移［２０］。 当植物可以通过自交产生繁殖保障、提高植物种群的雌性适应度时［２１—２２］，传粉者访

问率不足和孤立种群中配偶可利用性降低而产生的花粉限制问题则能够得到一定弥补，植物繁殖成功和定植

能力得以增强［２３］。 但与自交伴随而至的种子活力和生育力下降问题也相应凸显。 这是因为，即使植物能够

通过自交育种在短时间内抵抗环境胁迫，最终也会由于基因多样性和遗传变异性的大量丢失而无法长期维持

种群生长和存活［２４］。 倘若外来植物能够与本地同类植物杂交，那么外来种建群所需要的定殖个体相对较少，
传粉者对定殖者和类定殖者基因型的偏好将进一步降低 Ａｌｌｅｅ 阈值，使得杂交有助于克服入侵初期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最终加速外来物种的入侵和定殖［２５—２７］。
遗传学层面上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研究多关注于近交衰退、遗传漂变、远交衰退等遗传学特性引起的后

代育性不良和适应度下降，导致植物个体结实产种率衰减的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外界环境条件对植物种群

的近交衰退等遗传结构因素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结果却并不相同。 Ｆｏｘ 等研究表明由于近交后代对环境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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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高于远交后代，环境胁迫条件下近交后代和远交后代的适应度差异增大，相应环境胁迫会放大近交

衰退［２８］。 但 Ｈｅｒｒｙ 等认为远交后代能更好的利用最适环境条件，处于最适环境条件时近交后代与远交后代

的适应度差异最大，随着环境胁迫的增强两者适应度的差异会逐渐缩小，环境胁迫下近交衰退会降低［２９—３０］。
环境胁迫条件下，植物种群往往发生繁育系统转变、遗传多样性降低［３１—３３］。 这种遗传结构因素改变之所

以造成植物适应度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生物个体对环境胁迫敏感性、适应性的不同，但是这种适应度的变化

是否与种群规模或密度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或者说种群规模或密度的增加能否改善环境胁迫下生物个体

适应度尚不可知。 目前关于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的研究中，遗传学过程常因为难以观测、被其他过程机制掩

盖而被忽略。 环境胁迫引起的遗传结构因素改变，以及当两种因素协同发生时，如何驱动植物种群发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２　 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花粉扩散过程驱动机制

相对于植物种群规模或密度的变化通过影响生物遗传结构变量间接造成植物个体适应度衰减的遗传过

程驱动机制，引发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生态过程则是由于种群规模或密度的减小直接造成了个体适应度下降和种群

增长率降低［１７］。 生态过程层面上产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最直观因素就是觅偶（ｍａｔ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１］。 对于营固着生长

的植物种群来说，“觅偶”需要雌雄配子相遇从而完成受精过程。 这种被动“觅偶”方式需要借助于载体（包括

风力、水力、生物等）来完成雌雄配子体扩散，这意味着产生雌雄配子的植物个体相距越远，扩散载体所承载

的配子数量稀释越严重［３］。 当种群规模小、密度较低或者种群斑块相距较远时，雌雄配子相遇机会减少造成

受精效率下降。 由于植物种群低密度下花粉数量不足（如访花者较少或所携带的花粉较少）或质量不佳（如
异种花粉干扰导致同类植物低密度时传粉成功率的下降）造成的花粉限制（ｐｏｌｌｅ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使得植物繁殖

成功与花粉密度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从而引发 Ａｌｌｅｅ 效应［３４—３５］。 例如，对雌雄异株的海草（Ｐｈｙｌｌｏｓｐａｄｉｘ
ｓｐｐ 和 Ｔｈａｌａｓｓｉａ ｔｅｓｔｕｄｉｎｕｍ）种群来说，性比是影响繁殖成功的决定因素，个体数量少、种群规模小造成的性比

失衡是海草产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直接原因［３６］。 Ｒｅｕｓｃｈ 利用分子标记研究大叶藻（Ｚ． ｍａｒｉｎａ）的基因型多样性和

异交结实率的结果表明，相比于遗传组成，花枝密度降低是造成大叶藻花粉限制的重要原因［３７］。
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传粉媒介的丧失或中断，传粉过程受阻则是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驱动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发生。 当植物种群面临生境丧失和破碎化时，更易遭受花粉限制而引起 Ａｌｌｅｅ 效应。 生境丧失和

破碎化一方面引起植物种群种子 ／胚珠比下降，造成个体适应度随着种群密度降低而减少［３８］；另一方面植物

种群隔离造成性比失衡、传粉效率低和访花者减少，使得植物种群繁殖成功率下降［３９—４０］。 小规模或低密度的

植物种群除了面对传粉限制外，还受到环境条件和物种特异性特征的共同影响，制约着植物种群定植的成

败［４１—４２］。 环境胁迫下生物耐受能力的降低会放大繁殖体压力的影响。 繁殖体压力与局部环境变量共同作用

下，生物种群发生觅偶限制引起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使得处于环境胁迫下的种群需要更多的个体数量才能产生与

非胁迫下小种群相同的建群可能性［４３］。
花粉扩散过程层面中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主要由于低密度、小规模、弱聚集造成花粉限制，引起传粉效率

下降和种群增长率降低。 陆海交互作用影响下，滨海湿地植被面临着高温、干旱、污染及土壤水盐梯度改变等

威胁，环境胁迫条件下种群繁殖力的下降，协同花粉限制引起的 Ａｌｌｅｅ 效应，增加滨海湿地植物种群的灭绝

风险。

３　 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生物互作驱动机制

自然界中，植物固着生长的习性使得花粉传递过程有赖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在已知的 ２５ 万余种开花植物

中，９０％ 以上是通过动物传播花粉，尤其是昆虫传粉［４４］。 植物⁃传粉者交互作用关系 （ ｐｌａｎｔ⁃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构成了陆地生态系统绝大多数开花植物有性生殖的基础，也成为动物介导的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

最重要驱动因素［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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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植物⁃传粉者这种共生关系而言，传粉者访花和授粉产出之间往往是受密度制约的［４６］，包括同种植物

种群密度与传粉者访问率的正 ／负相关关系［４７］，共同吸引传粉者的异种植物之间存在的种间促进［４８］，以及异

种植物的存在降低传粉者访问率的种间竞争［４９—５０］。 通常来说，开花植物密度的增加有助于吸引更多数量的

传粉者访花［５１］。 一种开花植物的存在增加了传粉者对另一种植物的访问，形成传粉促进作用（ ｐｏｌ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５２］。 由于大型开花展示（ｆｌｏ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ｓ）促进了传粉者访花，同期开花的异种植物之间花朵形态的

趋同现象被认为是一种相互受益的传粉者吸引策略［５３］。 在花朵展示相似的植物（通常是同一类群） ［４８］、欺骗

性传粉植物［５４—５５］，以及花朵形态不同但共享传粉者的同期开花植物中均发现了这种间接的正相互作用［５６］。
这种正向作用有利于群落中不同植物种群之间共享泛化传粉者提供的传粉服务［５７—５８］，缓解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

应［５９］。 当传粉者稀少时，联合吸引的重要性更高，种间促进作用的发生可能更加普遍［６０］。 另一方面，种群密

度过高时植物对资源和传粉者的竞争也相应增加［６１—６３］，这种针对传粉者的竞争在植物⁃传粉者互作系统中普

遍存在［６４—６５］。 竞争作用的强弱会直接影响植物的繁殖产出，包括大种群（Ｅｒｉｔｒｉｃｈｉｕｍ ｎａｎｕｍ）对小种群的竞

争［６６］、外地种（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ｅｓｕｌａ）对本地种（Ｃｌａｒｋｉａ 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ａ）的竞争［６７—６８］。 这种针对传粉者竞争作用的结果

将造成小种群或者本地种等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种群由于无法吸引足够的传粉者而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
生物互作层面上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驱动机制主要是由于植物种内 ／种间促进与竞争作用引起的传粉者响应机

制的改变，进而造成传粉效率下降和植物种群繁殖失败。 滨海湿地环境要素梯度变化下植物种群种间竞争与

促进关系转化现象突出，植被分布格局的变化叠加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入侵造成的传粉者种类、数量下

降及其响应过程改变［６９—７０］，可能诱导甚至加剧滨海湿地虫媒植物种群发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

４　 变化环境下的滨海湿地植物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

滨海湿地处于陆地、海洋生态系统的过渡地带，受咸水⁃淡水交互和地下水⁃地表水交互作用的共同影响，
气候、土壤、水文等环境要素在不同尺度上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７１］。 在土壤水盐条件梯度分布的影响下，由
海向陆方向上典型湿地植被往往呈现条带状分布格局［７２］。 然而，气候变化和人类扰动耦合作用下，土壤和水

文等环境要素的不断变化，水系中断、生境破碎化、局部工程扰动等引起的生物连通过程受阻［７３］，使得植物种

群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风险突增。
４．１　 环境理化要素改变影响下滨海湿地植物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

气候变化影响下，海平面上升、风暴潮加剧、海水入侵等因素引起的水文情势改变，使得滨海湿地退化严

重，次生盐渍化加剧［７４—７５］。 淡水流量减少、闸坝建设引起的土壤盐度梯度压缩［７６—７７］，以及营养盐、石油烃及

重金属产生的环境污染和恶化［７８］，严重威胁着滨海湿地植物及其传粉者的个体生长发育和生物互作过程。
一般来说，环境胁迫通过两种作用方式来影响植物⁃传粉者交互作用，一种方式是改变植物与传粉者的物候、
生理和时空分布［７９—８１］；另一种方式是改变对传粉者有重要吸引作用的物理化学要素，尤其是花蜜和花朵挥发

物［８２—８３］。 其中，植物对传粉昆虫吸引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以不同成分、不同比例的组合赋予每种植物的独

特气味，从而建立起更为可靠的植物⁃传粉者共生关系，尤其对吸引远距离传粉者或面临环境剧烈变化的植物

来说［８４—８５］。
盐胁迫下植物因遭受渗透胁迫、离子毒害和营养缺乏而产生植株生长受抑制，造成植物生物量、花序重量

显著下降［８６］，同时作用于植物生理代谢过程，对植物花朵挥发物中各物质组成比例和释放量产生显著影响，
如萜烯类物质含量增加而醛类、醇类物质含量降低［８７］，使得传粉者传粉效率降低。 大气污染物引起花朵挥发

物在扩散过程中发生氧化降解和组成成分改变，造成传粉者定位植物资源的成功率和搜寻效率下降［７０］。 干

旱胁迫显著改变了花朵挥发物的组成和含量，降低了传粉者访问率和种子产量［８８—８９］。 同时，干旱、高盐等极

端环境下植物往往通过提前开花来规避不良环境条件，造成植物⁃传粉者之间发生物候错位［９０—９１］。 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和植物、传粉者种群数量的下降，由生物多样性和传粉服务维持的群落结构也随之改变［９２］，植物⁃传
粉者共生关系的崩溃有可能扩大和加速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破坏的影响［９３］。 但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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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生物对环境理化要素改变的适应能力也是值得关注的。 例如，对于传粉昆虫这种变温动物来说，气候变暖

背景下，温度变异增强、昆虫热驯化以及体型的变化，可通过生物新陈代谢速率、能效特性和生物互作关系强

度的改变，缓解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进而提高种群和群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９４—９６］。
因此，环境理化要素改变对滨海湿地植物种群和传粉者种群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驱动过程，植物种群通

过提高自交率、传粉者种群通过改变生理代谢过程提高适应性和觅食效率［９７］，使得短期内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能够抵御或缓解环境胁迫造成的影响，个体适应度和种群增长率短暂提高，但从长时间尺度来说，植物与传粉

者互作系统中生物遗传变异的丧失和表型可塑性的降低，仍有可能对植物种群增长率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导致滨海湿地植物种群仍面临着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潜在威胁［９８］。

关于环境理化要素改变影响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研究，需要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多学

科交叉，从植物生理学、化学生态学、昆虫行为学角度，分析环境胁迫下滨海湿地植物花朵挥发物释放规律和

传粉者觅食响应规律，以及生理生化层面上植物与传粉者种群对环境胁迫的适应规律，有助于明确物理环境

变化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更好地预测气候变化对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

性的影响。
４．２　 格局破碎及过程阻断影响下滨海湿地植物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

近几十年来，由于港口建设、水产养殖等围填海活动造成的自然滨海湿地丧失，上游来水量减少引发的河

流水系中断，堤坝建设引起的土壤盐度梯度趋缓和梯度压缩，以及外来生物对本地生物栖息地的侵占和隔离，
深刻改变了滨海湿地植物种群互作关系和分布格局［９９］，加速了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生境破碎化和斑块化，导
致水文连通和生物连通过程阻断［１００—１０１］，对拥有不同传粉媒介的滨海湿地植物花粉流动过程产生了不同影

响。 岸线蚀退、潮沟河流水系的中断主要影响水媒植物花粉传递过程，而生境破碎化对虫媒植物及其传粉者

的生存和繁殖影响更大［１０２—１０３］，尤其是传粉效率极高但对生境变化极敏感的蜜蜂［１０４—１０５］。 植物进行有性繁

殖时，花粉扩散过程和距离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植物个体间的基因流和交配方式，从而影响后代的遗传组成

和繁育系统［１０６］。 长期来看，生境破碎化背景下，传粉过程受阻、传粉距离缩短使得湿地植物种群遭受甚至进

一步加剧花粉限制，繁殖成功率下降，对滨海湿地植被组成与动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产生了深远

影响［１０７］。
传粉昆虫仅能局部传粉，超出昆虫传粉范围后，虫媒植物果实则因花粉限制而败育［１０８—１０９］。 在有限的空

间迁移能力下，生境破碎化使得传粉者的传粉效率显著降低，花粉限制加剧，影响破碎化生境中植物种群繁殖

力［１１０］，此时密度较低、访花者较少的植物更易遭受生境破碎化的威胁［１１１—１１２］。 因为对于小面积的、稀疏的、
孤立的植物斑块来说，这样的植物斑块被传粉者发现的概率较小，即使被发现，较少的访花酬物也难以吸引足

够的传粉者。 而且即使每株植物受到的传粉者访问频率保持不变，但在低植株密度下传粉者很可能携带的花

粉较少甚至没有花粉［１１３］。 更严重的是，当生境破碎化和生境丧失相互作用时，植物种群将分裂成规模更小、
孤立程度更高的亚种群，使之更易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灭绝风险会急剧增加［９２］。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规模的植物

斑块中传粉动物的组成往往不同［１１４—１１５］，生境破碎化和外来物种入侵对不同传粉者的访花行为有不同级别

的影响，生境改变对脊椎动物传粉者的影响较大，而物种入侵则对蜂类以外的其他昆虫传粉者影响较大［１１６］。
研究表明，生境破碎化的加剧可能会诱导植物种群发生强 Ａｌｌｅｅ 效应，此时植物种群密度或规模低于维持种

群增长所需的临界阈值，种群平均增长率降为负值，植物种群逐渐灭绝［１１７—１１８］。
作为一种尺度依赖的过程，生境破碎化导致滨海湿地植物种群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呈现不同分布格局，影

响生物扩散、迁移和建群，以及群落组成、结构和生态过程［１１９］。 目前对于生境破碎化驱动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研究

大多局限于小范围植物种群分布格局的调查监测，缺乏长时间的定位观测数据，极少考虑尺度效应在这一驱

动过程的作用和影响。 而处于陆海交互作用下的滨海湿地植物分布格局在长时间序列上不断演变，对植物种

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驱动规律影响如何，植物遭受 Ａｌｌｅｅ 效应后又将发生怎样适应性变化，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具备

更长时间序列、更广泛范围的观测资料。 因此，以生境破碎化为代表的生物连通过程阻断对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

７２４　 ２ 期 　 　 　 焦乐　 等：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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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影响的研究，需考虑不同时空尺度下生境破碎化对植物种群分布、植物⁃传粉者交互作用的影响，将局部

野外监测试验与航测、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结合，从不同尺度对植物时空分布进行长期监测和评估，长
时间、多尺度、多层次的分析空间格局演变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

５　 结语

植物种群发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是种群密度或规模影响下遗传结构改变、花粉限制和生物互作关系变化等多种

过程作用的结果，最终造成植物种群中个体适应度的降低。 驱动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遗传过程、花粉扩散过程和生

物互作过程往往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植物种群中 Ａｌｌｅｅ 效应。 由于陆海交互作用下滨海湿地水

文情势复杂，环境理化要素时空分布的剧烈变化，水文连通和生物连通过程的阻断，加剧了湿地植物种群斑块

化、破碎化，使得变化环境下滨海湿地植物种群生长与繁殖受到严重影响。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驱动过程多体现为非

线性变化特征，虽然植物及其传粉者种群在繁殖方式、生理代谢过程上的适应性变化，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传粉

过程不受中断、保障植物种群繁殖成功，但长时间尺度上受到遗传结构变化、传粉过程受阻、传粉效率降低的

影响，滨海湿地植物种群仍面临着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潜在威胁。 针对退化滨海湿地的恢复工作中，一方面需要考

虑通过水文调节创造适合湿地植物种群生长的物理环境，构建花粉和种子扩散通道保障生物连通过程，避免

植物种群由于花粉限制而产生 Ａｌｌｅｅ 效应；另一方面，利用 Ａｌｌｅｅ 效应产生的负密度制约特点，在移栽植物个

体时构建合适密度和规模的、聚集的植物种群斑块，将有利于提高植物种群增长率，促进植物种群恢复。
未来关于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研究，特别是虫媒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的研究，需要考虑环境理

化要素变化和生物连通过程阻断的影响，利用植物生理学、化学生态学手段，结合不同时空尺度监测技术，从
环境胁迫造成的花朵挥发物变异以及生境破碎化导致的生物连通过程阻断两个方面开展滨海湿地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的研究。 面对持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不断加剧的人类扰动，植物种群 Ａｌｌｅｅ 效应驱动机制

的深入研究将对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濒危生物保育以及入侵生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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